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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各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疫成效方面存在巨大差異。甚麼才是一個國家

有效防疫的關鍵？為甚麼各國在疫情的初發階段所採取的防疫模式大不相同？選

取的模式會對防疫成效產生甚麼影響？本文從分析2020年1月1日至8月21日這

段時間中抗疫最有成效的國家來切入這些問題，認為政體性質、國家能力和文化

等因素並不足以解釋防疫成效的國別差異，國家決策能力和政權合法性基礎才是

解釋各國防疫成效差異的關鍵。具體來說，面對一個初發時期性質與後果存在高

度不確定性的公共衞生危機，國家是否能對危機的嚴重性以及自身能力的局限有

恰當的認知並採取與其國家能力匹配的抗疫模式，才是抗疫成敗的關鍵。本研究

也顯示，強大的國家能力和牢固的執政合法性基礎亦會降低國家精英對危機感知

和國家能力局限性認知的敏感度，以致在疫情初期抗疫模式的抉擇失誤。這正是

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在這次疫情面前表現欠佳的根本原因。

關鍵詞：新冠疫情防控　國家能力　執政合法性　決策能力　防疫模式抉擇

2019年末，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迅

速發展成為百年來人類遭遇最嚴重的公共衞生危機。它席捲全球各個角落，

連亞馬遜雨林深處的原始部落亦無法倖免。至2021年5月18日，全球感染人

數已達164,263,934人，死亡人數為3,404,055人1。

歷史上，源自動物的人畜共患病（zoonoses）——如鼠疫、西班牙流感、

艾滋病、埃博拉、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又稱「非典」、「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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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學術論文 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中東呼級綜合症（MERS）——曾給人類社會帶來過

巨大的災難。新冠肺炎是最新出現的一種人畜共患病，具有極強的傳染性和

相當高的致死率2。如果疫情不能及時得到控制，感染人數將呈指數級增長， 

使任何國家的醫療系統都不堪重負。疫情不僅會對民眾健康與生命造成極大

威脅，還會引致經濟衰退、民生凋敝、社會動盪，並造成嚴重的民眾心理健

康問題，這對任何社會來說都是災難性的。

面對如此重大的公共衞生危機，國家所能扮演的角色遠非任何社會組織

或企業所能比擬。只有國家這一行動者才有可能匯集全國資源，協調各個機

構和組織，發布強制性命令，從而遏制疫情大規模的蔓延。但是，在這次疫

情中，各國的抗疫成效大不一樣。有些國家行動遲緩，應對不力。其中，作

為超級大國的美國表現尤其出乎意料。美國在2020年1月出現了首宗確診病

例，3月疫情大爆發後始終未能將感染曲線抑平，7月單日新增病例仍然徘徊在 

7萬左右。至本研究截止的2020年8月21日，美國的確診病例總數近580萬， 

死亡病例接近18萬，兩項都居世界各國之首。顯然，正如美國傳染病醫學專

家、白宮新冠病毒特別工作組成員福奇（Anthony Fauci）所言，美國的疫情防

控走在了錯誤的道路上3。歐洲發達國家的疫情雖不像美國那樣失控，但防

疫表現也不盡人意。德國被西方媒體譽為防疫的標竿4，它的疫情防控成效

在西方國家中的確堪稱優等。然而，在全球範圍內，就8月21日的數字而言， 

感染人數逾23萬、死亡人數超過9,000的德國表現並不算特別出色。相形之

下，不少在公共衞生條件、經濟水平、綜合實力上完全無法與美國和德國相

提並論的國家，在這次疫情的防控表現反而更值得肯定。

很自然地，國與國之間在防疫成效上的巨大差異成了媒體、專家和公眾

關注的焦點。各方專家在這方面已經提出了大量的觀點。雖然這些觀點在邏

輯上具有自洽性，但筆者始終有所存疑。這些文章或基於一兩個案例，因而

不能確定其結論是否具有廣泛的解釋力5；或基於對幾十個甚至上百個國家

疫情數據的定量分析，然而各國的數據可靠性很不一樣6。與這些文章不同

的是，本文採取了「最佳案例法」的策略，選取了2020年1月1日至8月21日

這段時間內疫情防控做得最有成效的、同時又有一定代表性的國家來進行比

較。與其他方法相比，最佳案例法有兩大優點：第一，它可以部分解決各國

疫情數據的可靠性問題。各國疫情爆發的時間有先後，各國的檢測規模、統

計標準和統計能力都不一樣，有些國家甚至還有操縱數據的嫌疑，這為多國

別的疫情比較研究帶來很大的困難。如能選取若干個防治效果明顯高於其他

國家、各項數據也相對可信的國家來加以比較，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紓解這

個困難。第二，我們可以用「最佳案例」來驗證目前已有的解釋國家防疫成效

差異性的各種理論：關於這些最佳案例有效防疫背後的原因，如果符合某一

理論的預測，那麼我們可以說該理論得到了驗證；如果不符合某一理論，那

麼這個理論在經驗上就有可能是錯誤的；如果不符合任何現有的理論，那麼

目前已經發表的關於各國防疫成效原因的分析也有可能都是錯誤的。倘若是

最後一種情形，我們就需要對防疫成功背後的原因提出一個新的分析框架。

下文將首先討論最佳案例國家的選取，隨後對以往相關文獻作出簡要總

結，指出已有理論為甚麼不能解釋這些最佳案例的有效防疫。之後，本文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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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自己的解釋框架，對這些最佳案例進行深入分析。最後加以總結，並對

各國的抗疫經歷進行反思。

一　最佳案例的選取

本文選取防疫最佳案例兼顧到兩個指標：（1）該國在每百萬人口中因新冠

肺炎死亡的人數（以下簡稱「百萬人口死亡數」）；（2）該國將新增病例曲線抑平

到可控範圍的速度。其他常見的指標如確診數和病死率雖可作為參考，但很

難作為國別疫情防控有效性的主要評判指標，因為確診數和病死率主要受到

該國檢測能力和規模的影響，而不同國家的檢測能力和規模大不一樣；另

外，即使確診數很大，如果國家能迅速把新增病例曲線抑平，並把病死人數

控制在一個很低的水平，這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該國的防疫措施是行之有

效的。

依據以上兩個指標，本文在選取最佳案例時採取了三個步驟：第一， 

將百萬人口死亡數達10人作為一個閾值，並把低於這些閾值的國家作為最佳

案例的選取對象。第二，在這些國家中排除那些疫情數據較難確信，或疫情

才開始不久、總體趨勢尚未明朗，或疫情及防控各方面信息都較少的國家。

比如，截至2020年8月21日，眾多的非洲國家百萬人口死亡數都低於10，但

因為它們不符合以上條件而被排除在外。第三，在符合以上兩個條件的國家

中，排除那些百萬人口死亡數已經接近10，但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數仍在明顯

增加、不久即將突破10的閾值的國家。比如，截至8月21日，日本百萬人口

死亡數是9，略低於10，但新增病例曲線仍居高不下，死亡人數也在增加。 

果然，至9月5日，日本百萬人口死亡數已達11，因此它被排除在最佳案例 

之外。

按照以上三個步驟，筆者選出了越南、蒙古、新西蘭、斯洛伐克、約旦、 

韓國、中國（湖北除外）、新加坡這八個國家作為最佳案例的代表（表1）7。需

要說明的是，防疫工作做得最好的並不僅僅是這幾個國家，但它們代表着最

佳案例中的多種國家類型。具體來說，這些國家中既有東亞國家，也有東亞

之外的國家；既有經濟發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既有成熟的民主國家，

也有威權國家；既有強國家，也有弱國家；既有世俗政權國家，也有以某種宗 

教為國教的國家。也就是說，我們在比較案例的選取上有着很大的完備性8。

在最佳案例中，大多數國家從平息了第一波疫情至2020年8月21日的這

段時間內，疫情基本沒有出現大的反彈；有些國家則經歷了第二波疫情，但

能有效地加以控制，比如越南和新加坡。越南在歷經九十九天無本地新增病

例後，在7月22日出現首宗本土病例，之後進入第二波，並在7月31日出現

首宗死亡病例。不過，越南迅速控制住第二波疫情，其百萬人口死亡數依然

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新加坡在3月底前，防疫措施相當有效，雖有新增案

例，但完全在可控範圍之內，死亡人數只有三人。進入4月後，案例突然激

增，新增病例多為外籍勞工，聚集性感染接連出現，經過一段時間的控制後， 

6月中新增案例回落到可控範圍，而死亡人數依然保持在很低的數字。如果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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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前視為新加坡疫情的第一波、4月後視為疫情第二波的話，第一波疫情

時的新加坡無疑可以進入防疫最佳案例當中。在第二波疫情面前，新加坡的

百萬人口死亡數仍然沒有明顯上漲，並且新增病例曲線也在不久後被壓了下

來，因此第二波疫情時的新加坡依然在最佳案例之列。

大多數西方主流媒體或許是出於偏見，選擇貶抑或無視中國抗疫的成

就。但依據我們的指標，中國毫無疑問應該躋身防疫最有成效的國家之列。

不過，在分析中國案例與其他最佳案例時需要注意：湖北是新冠疫情的最早

爆發地。疫情初發時湖北的防疫措施只能建立在對病毒還存在太多未知的基

礎之上，而當疫情在世界其他地區爆發時，病毒和疫情的性質已更為人所

知，並且有湖北（尤其武漢）的經歷可作為前車之鑒。有鑒於此，本文在將中

國案例與其他國家進行比較時，分析的是湖北之外的中國地區。當然，即使

加上湖北，中國的疫情防控都可以位居最佳案例之列。

表1列出了最佳案例國家百萬人口死亡數。為了比較這些最佳案例國家與

其他國家間的差距，我們也加入了英國、美國、德國等一些西方主要國家的

疫情信息。可以看到，截至2020年8月21日，最佳案例國家的百萬人口死亡

數都在6或之下。西方國家中德國的數字最低，為111；美國高達541；英國

最高，為609。它們與最佳案例之間的巨大差距一目了然。

比較上述國家截至2020年8月21日每日新增案例的疫情曲線，我們可以

看出這些國家在這段時間內抑平疫情的速度。與最佳案例國家相比，美國的

疫情曲線一直居高不下，始終處在第一波疫情之中；英、德、荷的疫情曲線

雖然得到平抑，卻花費時日甚久。最佳案例中，一些國家如蒙古、約旦的新

增案例數字在8月21日前始終處在一個非常低的可控水平，其他如韓國、新

表1　最佳案例國家及西方主要國家百萬人口中新冠肺炎死亡數字 

（截至2020年8月21日）

第一例確診時間 百萬人口死亡數 死亡總數 人口

蒙古 3月10日 0 0 3,285,510

中國（湖北
除外）

1月21日 0.09 122 1,380,823,776

越南 1月23日 0.3 25 97,461,327

約旦 3月2日 1 11 10,217,286

新西蘭 2月28日 4 22 5,002,100

新加坡 1月23日 5 27 5,856,815

韓國 1月20日 6 309 51,269,527

斯洛伐克 3月6日 6 33 5,459,663

德國 1月27日 111 9,328 83,822,211

荷蘭 2月27日 361 6,195 17,140,305

美國 1月20日 541 179,200 331,277,530

英國 1月31日 609 41,405 67,936,614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數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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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蘭、斯洛伐克等國雖然新增案例曲線一度攀升，但很快回落到可控範圍

內。與這些國家相比，新加坡第二波的疫情曲線回落得較為緩慢。

二　解釋防疫成效國別差異的已有理論

在目前已發表的關於疫情的大量媒體分析文章和學術論文中，湧現出各

式各樣的關於國家間防疫成效差異的解釋。然而將它們用於解釋本文所選的

最佳案例時，我們會馬上發覺這些理論存在的不足與缺陷。

一些學術論文和媒體文章圍繞着政體性質，即威權體制與民主體制哪個

能進行更有效的防疫展開爭論。那些認為民主體制會使國家在防疫工作上處

於弱勢的人認為，成熟的民主體制在發布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性命令方面面

臨着制度障礙，相較而言，威權政府可以更迅速地下達強制性命令，從而遏

制疫情的蔓延9。也有論者舉出各種理由為民主體制辯護，比如，信息透

明、對政府的信任、社會力量的積極參與是民主體制保障有效抗疫的制勝法

寶bk；民主國家的強制性命令因為建立在協商和同意的基礎上，所以會被更

有效地執行bl，等等。這種將疫情防控強行套入二元對立的民主—威權框架

來分析國家行為本身的論述存在各種問題。就本文來說，政體差異顯然不能

解釋為甚麼最佳案例中既有新西蘭、韓國等民主國家，又有中國和越南這樣

的威權國家。

不少人在分析各國防疫成效時會強調國家能力的重要性。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著文，指出防疫的關鍵並不在於政

體性質，而在於國家能力，尤其是民眾對政府的信任bm。該文的大體意思是

美國抗疫不力並不能歸咎於民主制度的缺陷，而根源在於特朗普（Donald J. 

Trump）政府的行為大大削弱了美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和配合意願，從而導致

美國國家能力的下降。福山把抗疫成效歸之於信任這一因素，顯然與經驗事

實有所出入：歐洲各國並沒有特朗普政府的信任危機問題，然而它們的抗疫

成績亦普遍不佳；事實上，截至2020年7月底，百萬人口死亡數位列前五的

均為歐洲國家，分別為比利時、英國、西班牙、意大利和瑞典bn。

既然疫情屬於公共衞生安全問題，那麼我們在探討國家能力時，首先需

要衡量的或許應該是國家公共衞生和醫療保健系統的能力。約翰霍普金斯大

學健康安全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等三家機構按各國

在傳染病預防、發現、報告、應對、治療等方面的能力對195個國家進行非常

詳細的評估，並按其得分進行排名（即全球衞生安全指數，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bo。具有諷刺意味的是，2019年全球衞生安全指數排名前十的

國家中，有四個國家（英國、瑞典、美國、荷蘭）在2020年7月底也位列全球

百萬人口死亡數最高的十個國家之中。而本文所選取的八個最佳案例國家在

2019年全球衞生安全指數的排名則在第9到第80名之間。另外，就國家能力

而言，最佳案例中的蒙古與約旦無論在哪一個面向似乎都很難躋身世界前

列。所有這些都讓我們看到，國家能力對於有效抗疫的作用也許沒有福山想

像般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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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學術論文 也有不少文章突出文化因素對一國抗疫的作用。一些觀察家注意到東亞

國家在抗擊新冠疫情上更為有效，於是就強調儒家文化影響下的民眾更傾向

「服從」權威、具有「集體主義」精神，因而更能積極配合國家的抗疫措施bp。

然而，我們選出的最佳案例國家在文化上具有高度多樣性：蒙古雖地處東

亞，卻不屬於儒家文化圈；約旦是伊斯蘭教國家；新西蘭和斯洛伐克則受到

基督教文化影響。另外，新西蘭和蒙古的文化都有很強的個人主義傾向，與

中國、韓國、越南等國形成鮮明對比bq。顯然，文化因素在這次抗疫中所起

的作用並沒有這些觀察家想像般大。

除了政體性質、國家能力和文化因素，不少文章和報導還從國家領導人

是否為女性、民眾佩戴口罩的行為、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 per capita）、城

市化程度、人口密度、人口結構等因素來解釋國家之間抗疫成效的差異，可

謂眾說紛紜，但這些解釋都經不住經驗事實的考驗，因為本文選取的最佳案

例國家在所有這些方面均存在很大差異。那麼，甚麼才是一國有效防疫的關

鍵？為甚麼這些最佳案例國家能迅速而有效地控制疫情？它們應對行動的共

同點在哪裏？

三　成功防疫的兩大模式

自新冠疫情席捲全球後，各國政府均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告誡民眾

注意個人衞生和防護（尤其洗手、佩戴口罩等）、保持社交距離、取消公共活

動、關閉公共場所、進行大規模的檢測、對密切接觸者進行追蹤並隔離、實

行封鎖，等等。在考察了最佳防疫國家案例後，筆者發現追蹤隔離和封鎖兩

種模式最為關鍵。所謂「追蹤隔離模式」指的是對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進行追

蹤並對他們實施隔離，而「封鎖模式」指的是對當前或者潛在的疫情傳播地區

實施大面積封鎖。封鎖模式的核心是實施居家令，同時也包括取消公共活

動、關閉公共場所和各類機構、關停非關鍵性商業場所、實施交通管制等嚴

格限制人員流動的行政手段。前一種模式是精準防疫的策略，即將潛在感染

者從人群中挑出並與健康人群隔離開來，從而控制住傳染源；後一種模式利

用病毒存活時間不超過兩周的特性，讓民眾同一時間留在家中，以期徹底切

斷病毒的傳播路徑。

需要說明的是，這裏並不是說注意個人衞生和防護、在公共場所保持社

交距離以及擴大檢測規模等措施不重要，而是說與追蹤隔離和封鎖相比，這

些措施很難在疫情面前做到滴水不漏，不但防疫效果來得較慢，且很難對疫

情進行更徹底的控制。換言之，這些措施固然能壓低疫情曲線，但若想更迅

速更有效地控制疫情的擴散，國家還需要採取更為積極主動的追蹤隔離和封

鎖措施。

筆者注意到，截至2020年8月21日，最佳案例國家的疫情都得到了很好

的控制，但是這些國家在防控疫情模式的選取上卻存在不少差異。具體來

說，有些國家以追蹤隔離為主，如韓國、新加坡（第一波）；有些則以封鎖為

主，如蒙古、斯洛伐克、約旦、新西蘭；有些國家則採取了兩種模式並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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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保險」措施（下詳），如越南、中國（湖北除外）。我們除了要找出最佳案例

國家抗疫成功的共同點外，還將解釋導致這些國家採取不同抗疫模式的原因。

四　理論框架

本文並不是要否定國家能力在這次疫情防控中的重要性，而是要指出被

國家能力理論忽視的一個面向：一個國家在決策前對於決策對象的性質和各

種決策可能產生的後果的認知，是一種非常關鍵的、同時也是長期被忽視的

國家能力。長期以來，學界對國家能力的討論一般會涉及以下兩個屬於硬結

構性的面向：國家的自主性（即國家決策能在多大程度上不受各種利益集團的

干擾）；國家的滲透能力（即官僚體系效率、交通和通訊等讓國家政令得以有

效貫徹的硬條件）br。筆者想指出的是，多數文獻傾向於把這兩方面的能力大

小與該國在某個方面的成功（如經濟發展）建立直接聯繫。這忽略了一個事實， 

即一個國家在某一方面走向成功或者失敗，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這個國家

做出了甚麼樣的決策，而國家的決策水平也是國家能力的重要一環。

對於研究國家能力的學者來說，忽略國家決策能力在多數情況下或許無

傷大雅，因為傳統上學者所關心的議題都集中在經濟發展、社會福利、教

育、地震救災等問題性質比較容易確定的領域bs，而在這些領域中，硬結構

性的國家能力更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然而，國家決策也面臨着大量問題性質

和後果都高度不確定的議題，比如處理國際關係、戰爭，以及像新冠疫情這

樣的災害。確如趙鼎新所言，新冠疫情屬於一種「概率性／瀰散性災害」bt。

「概率性」指的是事後人們對該災害的性質和後果很清楚，然而在事前卻很難

判斷；「瀰散性」指的是該災害不是孤立發生在某地或某人群中，而是會瀰散

開來，甚至會對整個社會造成巨大影響。在這種不確定性極高、後果又可能

非常嚴重的情況下，決策者對問題的性質以及後果的認知（perception）就變得

尤其重要。本文的一個基本論點就是：所有的最佳案例國家都有一個共同

點，那就是出於種種原因，這些國家對新冠疫情的危機感知都非常強烈，對

自己擁有的國家能力有比較恰當的認知；而那些疫情處理失當的國家，則往

往對疫情的危機感知和對自身國家能力的認知出現了大規模誤區。

那麼，國家對這種性質和後果都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危機感知會受甚麼

因素影響？毫無疑問，它會受某個強勢領導人個性因素的影響。比如有論者

認為美國在這次疫情中的關鍵決策屢屢犯錯，顯然與總統特朗普「不靠譜」的

個性有關ck。問題是，西方發達國家在這次疫情的前期決策中都犯了大量錯

誤，顯然不能單純用領導人個人因素來解釋。本文認為，面對高度不確定的

危機，國家精英進行決策時的認知受到三個軟結構性因素的影響：第一，對

自己的國家在該領域實力的自信。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國家能力愈

強，國家精英在決策時對危機的感知可能就會愈不敏感。第二，危機後果對

國家精英的影響。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如果危機應對不佳不會給這個

國家的政治精英帶來嚴重後果，即危機處理不會對該國的政治穩定或者執政

合法性基礎造成很大的影響，那麼國家精英在決策時就愈不敏感。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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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學術論文 我們在分析國家疫情防控時需要引進政治合法性的討論。第三，某種意識形

態／價值觀在國家精英思維方式中的內化程度。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某

種意識形態／價值觀在國家精英的頭腦中愈是根深蒂固，國家精英進行決策時

就愈會受到該意識形態／價值觀的干擾。這些讓某種意識形態／價值觀固定化

的思維方式與針對某一危機的正確處理方式愈相左，國家精英作出錯誤決策

的可能性也就愈大。

五　有效防疫的原因及防疫模式的選擇

從上述理論框架出發，本文將對最佳案例國家有效防疫的原因以及防疫

模式的選擇這兩個方面作出解釋。首先分析採取追蹤隔離模式的國家所需要

的國家能力，說明東亞國家在這方面能力強大，以此來解釋為甚麼新加坡（第

一波）和韓國能依靠追蹤隔離有效控制疫情。接着解釋追蹤隔離能力薄弱的蒙

古、約旦和斯洛伐克為何也能在抗疫上表現良好，在這個基礎上嘗試分析為

甚麼西方發達國家的抗疫成效遠遠不及蒙古等國，以及為甚麼抗疫表現優異

的新西蘭會在西方發達國家中成為例外。最後分析東亞國家在抗疫模式上的

區別，重點解釋為甚麼越南和中國（湖北除外）在具有很強的追蹤隔離能力、

且初期疫情並不十分嚴重的情況下，卻採取了追蹤隔離和封鎖雙管齊下的「雙

保險」措施。

（一）追蹤隔離與國家能力

一般而言，在疫情爆發初期或感染人數並不多時，採取封鎖模式的代價

遠比追蹤隔離模式更大。這是因為追蹤隔離是精準防疫，只會影響感染者和

密切接觸者，而封鎖模式會影響更廣泛的人群，造成大範圍的經濟停擺，對

民眾生活造成更大的震盪。因此，國家理應會以追蹤隔離模式而非封鎖模式

作為首選。然而，依靠追蹤隔離模式控制疫情對國家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它需要強大的深入基層的社會動員能力，也需要民眾能夠接受國家在疫

情期間的強制性命令可能對隱私權形成侵犯。要理解這一點，首先需要了解

追蹤工作的性質。

所謂追蹤，就是疾控流行病調查員（流調員）通過調查來還原患者的整個

行動路線，找出密切接觸者，列出名單，第一時間通知他們，並對他們進行

醫學隔離觀察。流調工作存在許多難點：由於新冠病毒極強的傳染性，流調

員需要爭分奪秒地完成調查；需要掌握受訪者行動路徑上每一個節點的信

息，對任何細節的疏忽都有可能導致疫情防控中出現紕漏；另外，新冠肺炎

潛伏期較長，流調員需要掌握患者和密切接觸者半個月內的一切生活軌迹。

顯然，完成這一工作不僅需要龐大數目的流調員隊伍，還要對流調員的技能

培訓提出高要求：流調員要能迅速獲取受訪者的信任，打消他們的顧慮；需

要掌握訪談技巧，要「不厭其煩地問、事無鉅細地問」，迅速建構起受訪者的

行動路線、生活習慣、社交網絡等輪廓cl。由於涉及大量生活隱私，部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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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出於種種顧慮，往往會刻意隱瞞某些經歷或細節，所以流調員需要善於

利用（潛在）患者的票據、支付記錄等線索；如果受訪者情況複雜，流調員還

需要親往現場，演繹受訪者行蹤，繪製其所到之處人流密集點的地圖。

以新加坡的疫情追蹤方式為例，一旦病人在醫院確診，新加坡的衞生官

員就會與患者面談，一起建構一張過去十四天的活動地圖。病人需要以分鐘

為單位，記錄其所做的事、接觸過的人和去過的地方，使衞生官員能在地圖

上定位所有密切接觸者，由此製成的活動地圖隨後會提供給「特別追蹤組」予

以追查。特別追蹤組根據患者提供的信息，撥打電話尋找其密切接觸者，安

排下一步的檢驗與隔離。在追蹤過程中，如果發現活動地圖有任何空隙，特

別追蹤組會要求患者重新回憶；如果患者病情嚴重，則會尋求熟悉其情況的

親屬提供幫助。至2020年3月25日，特別追蹤組已從最初的三隊擴大到二十

隊，每天可以跟蹤多達4,000個患者及密切接觸者cm。警察和民防部門也介入

了流調工作。新加坡警方組成了一個追蹤團隊，配合衞生部的調查，尤其針

對那些難以鎖定、難以追蹤的病例。同時，輔警也和衞生部工作人員、醫護

人員共同參與後續工作。在對密切接觸者的追蹤和疑似病例的排查中，民防

部隊會派遣接受過醫療培訓的人員前往各政府隔離設施採集測試樣本cn。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佳案例中，新加坡並不是追蹤能力最突出的國家。

越南的流調工作做得最為徹底和全面，它不僅僅追蹤感染者（f0）及其直接接

觸者（f1），還會追蹤 f1的密切接觸者（f2），f2的密切接觸者 f3，直至 f5co。在

這一過程中，越南的國家安全網絡、公共監視系統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追

蹤工作的一大特色是流調工作得到基層社區各方面力量的全面支持。中國政

府全面啟動了社區防控工作，把家庭醫生、居民委員會、民警和民政機構等

各方面力量組織起來建立疫情防控的工作組織體系，實現網格化管理、地毯

式排查，及時了解常住人口、戶籍人口，特別是外來人口和返鄉人員的健康

狀況cp。

由於新冠疫情的追蹤工作存在流調員工作負荷過重、培訓不足、一不小

心就容易出紕漏等問題，因此人工為主的追蹤工作不得不依靠數字監控和大

數據技術的輔助。以新加坡為例，2020年3月20日，新加坡政府推出了一個

新冠肺炎追蹤應用程式（APP）「合力追蹤」（TraceTogether），務求在患者確 

診後更方便地確定其密切接觸者，避免人工流調工作中的遺漏和遺忘等情 

況。該APP可以通過藍牙識別附近安裝了該APP的其他手機，估算出它 

們之間的距離以及交互時間。如果用戶彼此之間的距離在2米以內，交互時間

超過30分鐘，就能捕獲數據並進行加密。一旦用戶確診並同意授權，該APP

便會將數據傳送給新加坡衞生部，衞生部就可以評估這些接觸信息cq。另

外，新加坡政府還開發了SafeEntry訪客登記系統。根據衞生部的規定，疫情

期間仍在運營的企業和服務必須加入這個系統，以記錄員工和訪客在公共場

所的行蹤。這一系統要求所有訪客在進入場所前掃描二維碼簽到，登記其姓

名、身份證或護照號碼、手機號碼等個人信息，並在離開時簽退cr。

韓國在2015年遭受MERS的打擊後通過《傳染病預防及管理相關法律修 

正案》，其中規定保健福祉部需設有三十人以上的流行病調查官（流調官），

十七個市和道需設至少兩名以上的流調官。然而，當新冠疫情在韓國大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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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學術論文 爆發時，流調官依然嚴重不足；中央僅七十七人，地方社會中仁川市、大邱

市、蔚山市等地分別只有一人。儘管中央一面增設流調官，一面派人前往地

方支援，但仍難應付地方疫情的大規模爆發cs。2020年3月後，借助於手機位

置信息、監控攝像記錄、信用卡交易記錄、民眾所填的義務信息（參加婚禮、

葬禮等集體活動，到夜總會、網吧等場所都需要實名登記）等數據，流調官得

以大大提升追蹤效率：使用人工方式追蹤一個感染者耗時一天，而借助數字

監控可以將追蹤時間縮短到一個患者平均僅需10分鐘ct。感染者經過匿名化

處理的位置歷史會在網站上公之於眾，人們會接收到關於所在區域內新增病

例信息的短信通知，一些疫情追蹤APP甚至會在用戶靠近發生過感染的地點

時發出提醒dk。

在中國，大數據與公共監控對疫情追蹤工作也起到了極大的支撐作用。

比如，購買車票需要實名認證，留下身份證和電話號碼等信息；乘坐高鐵等

交通工具需要查驗身份證。當列車上出現確診或疑似患者，就可以很方便地

調出他們的相關信息，包括車次、車廂等，然後提供給相關防疫部門進行後

續處理，如通知可能為密切接觸者的同行乘客。此外，電子支付的普及留下

了可供回溯活動的詳細記錄，極大地方便了流調員讓受訪者回溯行程路線。

中國境內有3.49億個攝像頭dl，其中一部分還具有人臉識別功能。這些監控

錄像也可以大大加快追蹤過程。三大移動通訊公司與信息產業部和國家衞生

健康委員會分享用戶定位數據，流調工作可以利用手機定位信息來迅速確定

（潛在）患者的行動軌迹。此外，中國在2020年2月中旬推出健康碼，一周內

在全國上下推廣。該程式將個人填報的行蹤信息與政府後台信息比對，產生

紅、黃、綠三個健康碼。綠碼者可以通行，紅碼和黃碼者需要自我隔離dm。 

疫情中，健康碼成為比身份證更加重要的通行證。

總括而言，第一，追蹤隔離模式對國家能力提出了高要求，國家能力如

果不到位，防控工作就會出現漏洞，疫情就有可能蔓延。這意味着採用以追

蹤隔離模式為主進行防疫的國家需要承擔較大的風險。相較封鎖模式，追蹤

隔離模式代價較低，但風險較大。第二，追蹤隔離模式取決於有效的流調工

作，而有效的流調工作取決於國家能否迅速有效地動員、整合起各方面的力

量，同時突破個人隱私保護的障礙，運用大數據和數字監控，使得國家的力

量迅速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總之，採取追蹤隔離模式控制疫情，國家不

但需要具備基礎設施能力（包括基層組織、社區組織，以及大數據技術等），

而且需要能夠快速運用和動員起這些基礎設施的能力。

在這兩種能力的結合上，東亞國家顯然獨樹一幟。這首先需要歸因於東

亞國家的強國家傳統。中國與越南仍然保存共產主義革命的遺產，因而具備

「以人民為中心、組織人民、動員人民」的國家動員能力，在國家對社會的滲

透能力方面更是如虎添翼。同時我們看到，東亞國家使用數字技術來輔助防

疫沒有碰到太大的障礙。一方面，這是因為一些東亞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的

多數民眾對個人隱私權的保護意識遠不如西方人強烈。當被問及對健康碼的

看法時，以下這一回答可謂深具代表性：「個人隱私問題根本不差這一個綠

碼。」dn另一方面，東亞國家的集體主義文化傾向確實使得這些國家更容易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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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隱私保護的障礙，在這個意義上強調東亞社會的文化特殊性並非沒有道 

理do。比如，2015年韓國國會通過的《傳染病預防及管理相關法律修正案》規

定，衞生部長可以在沒有授權的情形下收集已經確診和潛在患者的個人數據； 

私人電信公司和國家警察局應按照公共衞生機構的要求與其共享（潛在）患者

的位置信息；衞生部長必須立即向公眾披露患者的移動路徑、運輸工具和接

觸歷史等信息dp。這一法案為韓國在新冠疫情中利用數字技術鋪平了道路。 

相比之下，德國受新冠疫情的打擊遠比韓國當年受MERS之害嚴重，德國政

府也試圖通過修例來應對疫情，草案中原有一項建議容許當局利用手機定位

數據進行疫情追蹤，但在極其看重個人隱私權的德國社會引起了極大爭議，

最終不得不刪去dq。不僅德國如此，其他西方國家利用數字技術來追蹤疫情

也受阻於嚴格的公民隱私和個人數據保護法體系，以及民眾強烈的隱私保護

意識。

總之，大多數國家並不具備東亞國家這種獨特的能力組合，即強大的國

家基礎設施、迅速的社會動員能力，輔之以對數字技術的無障礙使用，從而

使國家的滲透能力能在短時間內覆蓋全社會。

（二）封鎖模式抗疫

如果一個國家不具備東亞國家這種獨特的國家能力組合，是否就不能迅

速而有效地控制新冠疫情呢？顯然不是。蒙古、約旦、斯洛伐克這些最佳案

例國家能力都不強，都不具備東亞國家那種強大的疫情追蹤能力。蒙古和約

旦只能追蹤少量的案例，一旦案例迅速增多，就暴露出追蹤能力的嚴重不

足。斯洛伐克的流調工作嚴重缺乏人手，也未能及時開發出進行疫情追蹤的

APP，無法實施智能隔離dr。

然而，直至2020年8月底，這些國家一樣非常有效地控制疫情。這是因

為除了追蹤隔離模式外，它們還可以選擇封鎖抗疫模式，蒙古、約旦、斯洛

伐克等國抗疫成功的關鍵正是在於它們能在本國疫情剛出現苗頭、未大規模

爆發前就果斷地採取封鎖模式，阻斷了病毒的傳播，迅速控制疫情。上述國

家在實施封鎖措施時，疫情正處在非常早期的狀態。其中，與中國接壤的蒙

古在1月23日武漢封城後的第四天，就關閉了陸路邊境，同日決定關閉全國

所有學校直至3月2日（表2）。這使得蒙古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實施全國性的學

校關閉措施的國家，甚至早於中國。

蒙古、約旦、斯洛伐克之所以能夠及早地、果斷地採取封鎖措施，得益

於這些國家的領導人不僅意識到疫情的嚴重性，而且意識到自己的國家缺乏

採取追蹤隔離模式所需要的國家動員能力以及高科技技術，也沒有發達的公

共衞生和醫療條件作為依託。可以說，對自身國家能力不足的清醒認識，是

這些國家在疫情初期實施有效防疫的前提。

誠然，封鎖模式對國家能力也有所要求。實施封鎖模式最基本的條件是

國家有能力強制民眾遵循措施，同時能大力宣傳疫情的嚴重性以及封鎖的必

要性，以爭取民眾的配合。這些基本上是多數現代國家都具備的能力。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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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學術論文 表2　三國實施封鎖措施時疫情所處的狀態

國家 第一例確診
時間

封鎖措施及當時的確診病例數

蒙古 3月10日 1月27日限制邊境沿線
的車輛過境；關閉全國
學校；取消包括新年慶
祝在內的公共活動（0例）

3月10日暫停國內各地的交
通往來；關閉非關鍵性商業
場所（1例）

約旦 3月2日 3月14日關閉邊境； 停
課；取消公眾活動與聚
會；暫停宗教場所活動
（1例）

3月17日除指定的重要部門
外，關閉所有政府部門和官
方機構；關閉除醫療衞生等
重要領域外的私營企業；暫
停公共交通；關閉所有購物
點（藥房、雜貨店、食品店除
外）；限制境內交通，所有邊
境、城市間出入通道由軍隊
把守；所有公民除特殊情況
外不得外出；禁止十人以上
聚集（40例）

斯洛
伐克

3月6日 3月10日取消公共活動
（7例）；3月12日宣布進
入緊急狀態，關閉邊境， 
關閉學校（16例）

3月16日關閉非關鍵性商業
場所（72例）；4月8日限制出
行（701例）

資料來源：根據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VID-19_pandemic_in_Mongolia;	https://en.wikipedia.	

org/wiki/COVID-19_pandemic_in_Jorda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VID-19_pandemic_

in_Slovakia相關資料整理。

追蹤隔離模式，封鎖模式對國家能力的要求要低得多。如果能及早對疫情有

足夠的重視，並在疫情初期就迅速下達封鎖措施，那麼疫情至少在一段時間

內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三）西方發達國家與作為例外的新西蘭

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嘗試解釋這次疫情中為甚麼西方國家表

現不佳。儘管歐美發達國家各方面實力強大，但它們其實欠缺使用追蹤隔離

模式控制疫情的能力。絕大多數歐美國家原來的流調能力都遠遠無法滿足此

次疫情控制的需要，而疫情發生後，流調能力也沒有得到迅速的提升。

例如，美國2020年1月21日即出現首例確診，至4月底確診人數已超百

萬，死亡人數逾5.7萬，而彼時全國只有11,000名流調員，5月初計劃猛增至 

6萬多名，然而這距離專家估算的有效追蹤所需要的10萬至30萬人隊伍尚有

很大差距ds。而且，流調人員追蹤到的密切接觸者比例極不理想，如紐約州在 

6月1日至20日之間，只有不到一半的確診者願意提供密切接觸者的信息dt。

專家普遍認為，必須快速追蹤到不低於80%的密切接觸者，否則不可能指望

通過追蹤隔離模式來控制疫情。英國遲至6月1日才啟動接觸者追蹤系統，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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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稱之為「世界一流」，然而在疫情最嚴重的幾個

地區，流調員只能追蹤到47%至77%的密切接觸者ek。相較於強國家傳統的

東亞國家，西方發達國家在迅速調動公共衞生系統之外的國家機器、動員各

種社會基層組織來全力進行追蹤隔離工作方面的能力欠佳。

德國的流調能力在西方發達國家中首屈一指。不過，如前所述，因為病

毒的強傳染性，單純依賴人工流調很難很好地完成追蹤任務，而需要數字技

術的大力輔助。然而，受限於嚴格的個人數據保護法律和民眾對隱私保護的

強烈意識，德國在使用數字技術時不得不格外審慎，直至6月中才推出一款新

冠疫情警示APP。這款APP符合歐盟對於個人數據保護的高標準：任何有關

個人信息的數據都是匿名處理；匿名化的數據不是中央存儲，而是存於各人

的手機上el。這一類型的APP對阻斷病毒的傳染鏈是否有效完全取決於民眾

的自願行為：用戶一旦確診，需要及時輸入自己的確診信息；需要有六成以

上的民眾下載該APP並遵循警示信息才能進行有效追蹤em。但是在看重個人

隱私權的德國，這款APP下載數僅佔人口的19%en。同樣地，隱私保護問題

也阻礙了其他西方國家運用數字技術來進行有效的疫情追蹤，類似的APP在

法國、奧地利、美國等國下載率比德國更低eo。

可見，西方發達國家無法像東亞國家那樣在短期內迅速提升流調能力從

而依靠追蹤隔離進行有效防疫。因此，如果它們想迅速地控制疫情，其實就

只能與蒙古等國一樣，在疫情初次爆發時除了及早進入封鎖模式之外，沒有

更好的選擇。然而，強大的公共衞生系統和醫療技術使西方國家的領導人產

生了盲目自信，讓他們在疫情初期以為國家防疫不必訴諸代價高昂的封鎖模

式。另外，對中國的偏見也導致他們在心理上抗拒步中國後塵，不願在疫情

初期就早早地進入封鎖模式，因而延誤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時機。

2020年1月23日武漢實施封城後，西方媒體和專家或將封鎖措施視為「威

權體制所進行的一個極端實驗」，或將之貶為中世紀時代的做法；甚至認為封

鎖模式不可行，會產生反效果ep。西方媒體在3月盛讚韓國不需要封城，在不

太妨礙社會生活正常運轉的情況下就可以控制疫情，以此來反襯中國封鎖模

式的笨拙和沒有必要地嚴厲eq。他們恐怕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國家欠缺實施

有效追蹤隔離來控制疫情的能力與手段，不可能複製韓國這種主要依靠追蹤

隔離來進行防疫的模式。直到3月之後，西方媒體和專家才逐漸承認封鎖模式

對於控制疫情的有效性和必要性；也是差不多在這之後，西方主要國家才開始 

採取封鎖模式，但彼時它們的疫情已經非常嚴峻。以美國為例，3月20日，加

利福尼亞州成為第一個進入封鎖模式的州份，之後其他各州紛紛下達居家令。 

但在同日，美國已有1.7萬確診案例和230例死亡er。法國在疫情壓力下，於

3月16日宣布全國採取包括居家令在內的封鎖措施，其時法國已有6,633例確

診和148例死亡es。錯過了防控黃金時間，即使後來採取了封鎖措施，它們也

將花更長的時間才能抑平疫情曲線，而且疫情勢必造成更為嚴重的後果。

蒙古、約旦、斯洛伐克這些國家能迅速而有效地控制疫情，西方發達國

家卻不能，這進一步顯示，對於這種高度不確定、瀰散性的疫情，一般意義

上的國家能力並不是防疫效果的決定因素，而國家對於對疫情、對自身國家

能力的不足是否有清楚的認知，以及能否果斷進行決策才是關鍵中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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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學術論文 西方發達國家中，新西蘭是唯一一個躋身於最佳案例之列的國家。新西

蘭在第一波疫情時也沒有能力進行大規模追蹤。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一樣，

受隱私保護法律的限制，它不能像韓國、中國等國家一樣利用數字技術進行

疫情追蹤et。新西蘭疫情防控的表現之所以能在西方發達國家中鶴立雞群，

在於它在疫情的初期階段就迅速採取了封鎖模式。3月14日，在只有6例確診

案例時，新西蘭政府就開始取消大型活動；25日，新西蘭全國進入封鎖模式， 

實施居家令，其時確診案例只有205例fk。新西蘭之所以成為西方發達國家中

的特例，主要受益於疫情在當地爆發得比較晚。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基本都是

在1月下旬出現第一例確診，到3月中下旬疫情已經相當嚴重，國家不得不進

入封鎖狀態。此時，封鎖措施在西方國家中已成為常態。此外，疫情在這些

國家造成的慘狀和國家在疫情面前暴露出的無能與無力，也讓新西蘭的領導

人意識到，若想有效控制疫情，除了盡快進入封鎖模式，別無他法。

（四）東亞國家的抗疫模式分歧

東亞國家雖然普遍有效地控制疫情，但是它們選擇的防疫模式並不相同。 

東亞國家具備實行大規模追蹤和隔離來控制疫情的能力和手段，但並非所有

國家都採用了這一模式。一方面，我們看到韓國和新加坡（第一波）等地堅持

追蹤隔離的抗疫模式。韓國尤其是一個典型。2020年2月18日大邱市超級傳

播者的出現致使疫情在短時間內迅速蔓延fl，由於群聚性感染是在一個活動

隱秘、且不願充分配合政府防疫工作的教派開始的，這導致疫情追蹤的難度

大大增加，但韓國依然堅持走追蹤隔離的路線，而不是實行大規模的封鎖。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中國（湖北除外）和越南在疫情的嚴峻性和複雜性並沒有

超過韓國、且實施大規模追蹤隔離的能力也不遜於韓國的情形下，就進入封

鎖模式兼實行追蹤隔離措施——可謂採取「雙保險」策略。在湖北之外的中國

省市，溫州於2月1日率先進入封閉式管理之後，其他省市紛紛實施封鎖措

施：公共交通暫停；非涉及居民生活必需的公共場所一律關閉；村莊、小

區、單位實行封閉式管理；居民被要求留在家中，許多地方居民出門須持有

特別通行證，進出須測量體溫，有些地方甚至規定每戶家庭每隔幾天（從二到

五天不等）只能指派一人出門採購fm。2月1日，湖北之外的中國各省市確診

案例總數不過5,306例，疫情最嚴峻的浙江省（人口5,850萬）也沒有超過700

例確診。有些省份（如貴州）在實行封閉式管理時，確診還不到100例fn。再

來看越南。越南第一例確診發生在1月23日，憑着強大的追蹤和隔離能力，

越南防疫工作做得嚴密而有成效。4月1日，這個人口近1億的國家只有218例

確診fo。雖然如此，越南政府的防疫措施還是層層加碼，時任總理阮春福宣

布從4月1日零時起，在越南全國範圍內按「家庭與家庭隔離、村與村隔離、

鄉與鄉隔離、縣與縣隔離、省與省隔離」的原則，實施為期十五天的全社會隔

離。具體措施包括：除外出購買食品或藥品等生活必需品、緊急就醫、必需

品生產和服務公司員工出門上班等必要情況外，民眾均需待在家裏；在公共

場所、辦公室、學校、醫院範圍外，聚集人數不能超過二人；基本停止公共

客運車輛運營，最大限度地減少跨地區出行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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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我們分析過封鎖模式比追蹤隔離模式對經濟和民生所造成的負面影

響要大。那麼問題就產生了：為甚麼具有很強追蹤隔離能力的中國（湖北除

外）和越南要採取以嚴格的封鎖措施為主、追蹤隔離為輔這一種代價高昂的

「雙保險」模式？我們需要引入政權合法性基礎的角度對此作出解釋。筆者的

觀點是：相較其他東亞國家而言，中國和越南政權的合法性在更大程度上依

賴績效，也就是說，它們抗疫成績的好壞更容易影響到政權的穩定。這形塑

了兩國（尤其在第一波疫情中）的抗疫模式。

國家政權的合法性來源，即國家統治被民眾所認可的基礎，是分析國家

行為以及國家—社會關係的核心分析概念之一。在韋伯的基礎上，趙鼎新提

出三種政權合法性來源的理想型，即程序合法性、意識形態合法性和績效合

法性fq。程序合法性是指政權的統治基礎建立在法治、選舉等被廣泛接受的

程序之上；意識形態合法性是指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於傳統、宗教或政治理念

等某種價值體系；績效合法性是指國家統治的權利來自該政權為社會提供公

共物的能力。一個國家的合法性來源往往是幾種理想型的混合，不過在某一

特定的歷史時期可能會比較側重於某一種類型。

在中國，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政府的績效尤其是促進經濟發展和改善

民生的成績，逐漸成為政權合法性一個最為核心的基礎fr。越南的情況與中

國相似。越南共產黨政權原來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意識形態之上——來自於

越共在國家獨立、南北統一過程中的歷史功績，以及對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

的承諾。1970年代末以來，這一合法性基礎受到嚴重挑戰：計劃經濟、極左的 

經濟政策、閉關鎖國窒息經濟發展，使國民生活水平下降，對外戰爭（包括中

越戰爭）則使形勢進一步惡化。在這樣的情況下，1986年越共召開第六次全國

代表大會提出了「革新」（Đổi mới）路線，把發展經濟作為主要目標，導入市

場經濟和對外開放政策。革新使越南進入了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提高了越南

民眾的生活水平，並提升了越南的國際形象。越共政權得以渡過了合法性 

危機。在這個過程中，績效也代替意識形態成為其國家權力合法性的主要來

源fs。然而，當政權的合法性主要來源於績效時，一旦經濟發展或者民生保

障方面出了問題，將動搖民眾對政府的支持，而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和憤怒將

直接動搖政權的合法性。因此，執政者始終有着一定的焦慮ft。當新冠疫情

這場百年不遇的公共衞生危機來襲時，生命安全一時間成為壓倒一切的考

量，政府能否迅速控制住疫情的蔓延、保障廣大民眾的生命安全成為民眾衡

量政府政績最重要的尺度。在這樣巨大的壓力下，並且在對病毒尚有許多未

知的情況下，中國（湖北除外）和越南政府不惜代價，在疫情還未大規模傳播

時即採取了「雙保險」措施也就不難理解了。

趙鼎新進一步指出，如果一個政權有着較高的意識形態或（和）程序合法

性，它的績效壓力就會大大緩解gk。對一個能把合法性穩固地建築在意識形

態之上的政府來說，它可以通過高揚意識形態來掩蓋自己績效上的不足，民

眾也容易滿足於「精神食糧」而不會苛責政府的績效表現。當民主選舉這一程

序作為國家合法性的來源時，政客一旦當選，即使任期內政績再差也不足以

讓他下台。除非他遭到彈劾被罷免，然而罷免程序複雜、門檻高，一般很難

成功。何況民主體制下，政客看重的是選舉，取得選舉勝利的關鍵不在於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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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高度分化，各種聲音背後的力量在抗爭中互相抵消，從而也減輕了對政府

的壓力。故而民主政治之下的政客在某些情況下更具有抗壓性，在做某些決

策時更為靈活。這使得東亞的民主國家如韓國可以承受一定的風險，在防疫

策略上不僅考慮防控效果，而且充分考慮防控代價。當然，民主體制這一特

性也容易使政客對疫情可能造成的危機估計不足或者缺乏足夠的重視。而由

於這次疫情的特性——傳染性極高，致死率也不低，政府在疫情初期防控中

的疏忽懈怠容易造成無可挽回的災難。美國等多數西方國家在這次疫情面前

表現欠佳，背後當然有其他的原因，但是執政合法性和政府績效的脫節肯定

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總之，如果一個政體合法性的主要來源是意識形態或程序的話，那麼國

家的防疫行為會更注重平衡防控代價和防控效果，然而也可能會導致對疫情

缺乏足夠的重視；如果一個政體的合法性主要建築在績效之上，那麼這個國

家會非常注重防控效果，甚至會不計成本採取代價高昂的「雙保險」策略。

六　結語

在全球化將人類社會空前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這個新時代，新冠肺炎這

樣的傳染病威脅着整個人類社會的生命安全。大疫之下，只有國家才能擔當

組織抗疫的重任。因此，找出影響國家抗疫成敗的關鍵，對這一問題進行透

徹的研究，將有助於人類社會更好地應對未來的類似危機。

本文切入這一問題的方法是通過分析防疫表現最佳案例來找出這些國家

的共同點。分析顯示，政體性質、文化因素等並非國家是否能進行有效防疫

的關鍵；甚至一般意義上的國家能力強弱也並非決定因素。本研究顯示了國

家的決策能力在危機應對中的重要性。面對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危機，國家

精英對危機性質和後果的認知對於決策來說變得非常關鍵。本研究進而揭示

了國家能力、國家合法性與國家決策能力之間的一個辯證關係：一個國家強

大的國家能力、牢固的合法性基礎、對體制和文化的優越感，往往會降低國

家精英對危機感知的敏感度，從而導致決策失誤。

在最佳案例中，我們看到國家能力並不強的蒙古、約旦迅速並有效地控

制疫情，就是因為它們在疫情還沒大爆發前就及早地進入了封鎖模式。而歐

美發達國家在新冠疫情防控中表現不佳，是因為它們缺乏依靠追蹤隔離模式

有效控制疫情的手段，甚至在疫情已經相當嚴重之際依然遲遲未進入封鎖模

式。對自身國家能力的高估和對中國抗疫模式的偏見使它們忽視了疫情的嚴

重性，以致在疫情初期出現決策失誤。如果總結防疫最為有效的國家的共同

點，可以說對疫情嚴重性的警惕和對國家能力有恰當的認知就是這些國家有

效防疫的最大前提。

東亞國家的疫情防控甚有成效，但它們採取的模式卻有所不同。為了解

釋這一差異性，筆者引入了政權合法性這一分析概念。過大的績效壓力使得

一些國家（如中國）承受風險的能力較差，容易導致國家在防疫中不計成本，

c185-202101005.indd   66c185-202101005.indd   66 1/6/2021   下午3:081/6/2021   下午3:08



	新冠疫情防控的	 67	

	比較社會學研究	

即使在具備追蹤隔離能力和手段的情況下，也會採取代價高昂但風險較低的

封鎖模式。意識形態／程序合法性強的國家（如韓國）可以承受更大的風險，在

可能的情況下會更傾向於採取代價較低的追蹤隔離模式。正是因為中國的績

效壓力大，所以在第一波疫情時採取的是封鎖和追蹤隔離的「雙保險」模式。

當中國成功控制第一波疫情，反觀歐美發達國家的防疫措施卻漏洞百出時，

中國民眾開始對國家的表現大加讚賞，國家的績效壓力隨之降低。當2020年

5月至7月間，吉林、北京、大連分別再次出現疫情時，中國就不再以封鎖模

式為主，轉而倚重代價較低的追蹤隔離模式進行精準防疫。

新冠疫情是一面魔鏡，它能將一個社會的弱點放大，也能將它平日隱蔽

的弱點暴露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疫情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對國家和社會治

理進行審視和反思的機會。韓國之所以在這次疫情初期應對得當，正是得益

於它從2015年MERS疫情中吸取的教訓。中國的新冠疫情應對總體上在各國

中堪稱優秀，但也有諸多值得反思之處，比如，如何更好地保障疫情及時上

報，如何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疫情初期採取更好的措施，如何更好地平衡防疫

效果與防疫代價，如何在保障公共健康安全的同時也注重個體的自由和權

益，如何在應用數字技術的同時注意個人隱私安全的保護，如何避免防疫措

施全國上下一刀切，官僚系統如何避免把疫情期間的特殊管理方式固化成常

規，等等。只有總結好自己的經驗和教訓，並虛心學習他國的長處，才能在

未來作出決策時保持清醒。這也是西方國家這次帶給我們的教訓：它們所缺

乏的並不是國家能力，而是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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